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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新福利的同时，其“双刃剑”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出来，且直接指向了人类自身。如何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待认识这一新问题，需从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概念和特征入手，列举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种种表现，分析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根源，并提出防范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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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it not only have been brought new welfare for human civilized progress, but also gradually reveal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ouble-edged sword", and its directly damaged to the human themselves. How to perceive and approach new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we must list many instances to illustrate the phenomenon and analyses the source of the security problem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from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security. With a far-reaching views, it give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keep away thi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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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DNA双螺旋结构的揭示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新纪元。人类首次可以在超微空间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并将开创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时代。[
]现代生物科技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模式改造和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以其独有的技术能力和手段影响和改变传统的生物安全观念，催生出人类安全的新威胁。本文从技术哲学的相关视野来剖析这类新型安全问题，以对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有一个辩证、客观的认识。
一、现代生物科技的概念
现代生物科技包含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科学是探索生物事实与现象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技术是研究生物科学知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体系。现代生物科技不同于传统生物技术，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一个主要以生物体本身和微生物为研究对象，一个主要以蛋白质、基因为研究对象；探索视野不同，一个是光学显微镜下的细胞结构，一个是电子显微镜下的超微结构；技术手段不同，一个是主要利用微生物、动植物对物质原料进行加工，提供产品服务。一个是综合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信息学及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技术，改造生物体、创造新物质，实现人类的某种生存需要和目的。两者的分水岭事件是DNA螺旋结构的揭示，时间分界点是20世纪70年代。现代生物科技以揭示基因结构与生理功能的关系为目标方向，是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创造自然和认识自我、改造自我、重塑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的方法、手段和活动的总和，以及累积的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和科学知识的物化形态，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于人类自身发展进步的工具。
二、现代生物科技安全的概念及特征
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本质上还是属于技术安全范畴，因为科学是无害的，而技术是有“两面”性的。它是技术安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技术安全在现代生物科技层面的特殊体现。安全的特有属性就是“没有危险”。[
]现代生物科技安全也就是没有现代生物科技的“危险”，是客观上不存在来自现代生物科技的安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来自现代生物科技方面的恐惧。现代生物科技安全具有以下特征：
（一）从判断尺度上看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是不同的
安全是客观存在的和谐状态，又是对客观存在的和谐状态的主观判断。[
]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既是客观的安全现状，又是对这种现状的主观判断。客观的安全现状是指自身具备了消除危险的能力，或者因为自身的强大使某些危险不构成威胁。如在植物基因信息保护方面，绝大多数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是不同的。主观判断就是对客观的安全现状的认识，主要是对安全问题有没有及威胁程度和方式的判断。客观的安全现状是判断是否安全的物质基础，是主观判断的根本遵循和依据。主观判断即不能忽视或夸大现实，更不能脱离现实。对现代生物科技安全的主观判断既要着眼于现有的客观现实，还包括对未来潜在威胁的“求真”过程。如对待克隆人问题上，不仅要看现实威胁，还要着眼未来的潜在威胁。但不论是安全现状的认识，安全标准的制定，安全措施的执行、安全威胁的消除都是由现代生物科技安全主体来制定的，这个主体包括个人、集体、国家、国际和全球，因而不同的主体类型，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社会关系、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技术能力就会形成不同的主观判断，导致对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某些宗教人士对转基因食品是极力抵制的。某个国家虽然客观上存在现代生物科技的“危险”威胁，主体也并不具备消除这种“危险”的能力，但由于主体处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认为这种危险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暂时没有危险，也会认为自我是安全的。如西方发达国家结成的政治同盟，某些来自现代生物科技安全威胁在同盟国之间是不存在的，这也说明政治因素也影响着安全的主观判断。
（二）从时间维度上看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是变化的
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不会停滞不前。安全的科学事实和描述只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客观性[
]。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随着技术本身的发展和进步，新能力、新手段、新方法不断涌现，导致新问题、新威胁不断出现，在时间轴线上呈现不断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不可预知的安全问题，一些过去人们不重视或者忽略的某些因素，在今天却成为安全问题。如民族基因信息保护问题，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前，它是安全的；但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它是不安全的。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以开展美中合作人体实验项目为由，公开掠夺中国人的基因。[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新的安全问题出现，现代生物科技就不可能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又带来新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产生——消解——产生，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不断前进的循环，使现代生物科技的安全问题随时间发展不断变化。
（三）从运动角度上看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是不止的
任何事物都是运动的，现代生物科技安全也是如此。现代生物科技安全的运动性是由其自身固有的矛盾决定的，这是因为人创造技术为人服务，而人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人对现代生物科技的需求也是没有终点的，是“得寸进尺”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作为主体的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这使得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随着人的需要而动态变化。比如，现代生物科技满足人类了解自身基因结构的需求后，个人基因信息的保护问题出现了。人类借基因组研究成果攻克某些遗传性疾病后，基因武器威胁就出现了。现代生物科技安全状态是指某一个横截面上的客观现实，以及对现实状态、潜在威胁的主观判断，是相对的、短暂的静止状态，而现代生物科技安全因外在环境、内在发展的不断变化处于绝对的，永远的运动状态。这告诉我们不可能有永远的安全和一劳永逸的安全措施。
三、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表现形式
现代生物科技赋予人们识别、了解、操纵、改进和控制生命体的能力，使其不同于其它科学技术安全问题。如机械技术必须作用于人体才能产生损伤，信息技术本身也不能直接伤害人的肉体，而现代生物科技的“恶”直接指向人类自己，并且以人为核心，在技术层面更直接、更全面地破解人类奥秘，在文明演进方面蕴含了极其严肃的人文意义。
（一）对人生活自然的破坏

经过亿万年的生物进化和“优胜劣汰”自然规律的作用，人类形成了今天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而如今现代生物科技可以从生物角度改变这种和谐结构。荷兰学者舒尔曼认为：“一旦技术被置入自然之中，技术就生产出一个‘人为’的世界，他‘毁灭、破坏或压制自然世界’。” [
]一方面，基因调控技术可以使某些生物具备特殊的生物能力，这种能力是非自然进化的，一旦成为某个生态链环节中的“佼佼者”，必然会改变自然环境原有的平衡点，造成自然环境的失衡，继而危害人类。例如我们对转基因动植物等的担心。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排除一些利益集团借助基因调控技术，有意让某些动植物具备超能力，类似“超级老鼠”、“超级杂草”等动植物，来达到对人生存环境的破坏，威胁人的生存安全。或者故意将某些生物的栖息地进行迁移，以生物入侵的方式改变亿万年来形成的生物平衡，扰乱生态环境，作用人类。
（二）对人生活社会的破坏

人类生活的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环境下依靠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特殊群体，而打破关系链接就可能引起社会混乱。一方面是人为有意的。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成熟，人类拥有了组合基因片断生产新物质、升级旧物质、优化现物质的特殊能力。一旦对政府、社会怀有敌意的恐怖分子或者极端人士掌握了这些能力，他们从自然界中提取生物材料，并通过基因工程或者利用合成生物学进行修饰，隐藏其活性成分和对应表达，如将埃博拉病毒RNA序列用普通流感病毒表达，使被感染人体表现为流感症状，再将这些合成制剂投放到社会中，制造生物恐怖事件，使社会陷入失控状态。美国2001年炭疽信件被证明是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微生物学研究人员投放的。另一方面，是人为无意的。现代生物科技在研发和应用过程中会出现非人为有意的事故，这是由墨菲法则决定的。在研发过程中，由于生物本身的特殊性，生物实验室较其它类型实验室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规定和区分各生物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和范围，而一些生物黑客在自家的车库、厨房里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与自身研究范围是不相符的。在生物实验过程中，无论是一般意义的动植物，还是具有杀伤能力的微生物，或者某种实验仪器设备，一旦从实验中泄露、逃逸或发生事故，轻则造成实验室人员的感染和伤害。如4000余例实验室感染，导致168例感染者死亡。[
]重则造成大范围的传染病流行，从而对人自身和人生活的社会造成多重影响。如SARS疫情中人和社会正常秩序被严重扰乱。在应用过程中，由于使用人员与研究人员的分离，加之应用者本身的科学素质、工艺技能、实践经验等参差不齐，稍有疏漏也会引发“生物事故”影响人和社会。
（三）对人生命系统的破坏

科学技术总是最新用于军事领域。在军事领域，不管是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还是人类本身，如果某项技术可以对军事斗争产生“胜利”作用，都会受到军事家们的关注和运用。气象武器、石墨武器、枪炮武器分别是这三个方面的代表，核武器却可以贯穿三者。现代生物科技也具备了贯穿三者的能力，只要把现代生物科技对自然和社会的破坏作用按照军事需求进行顺方向或反方向使用，就能实现预期的目的。这里主要阐述现代生物科技对人本身的破坏作用。一方面，现代生物科技可以将两种生物的DNA进行组合生产出比过去毒性更强、更难防范的新型毒剂。如20克的热毒素就可以使60亿人死于一旦。而且还可以人工合成一些新旧病毒，如200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脊髓灰质炎病毒。[
]这些技术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另一方面，现代生物科技揭开了人类微观结构与生物功能的关系，而人为改变这些微观结构就有可能产生某些生物功能的丧失和削弱。如俄罗斯脑控武器运用低频电磁波影响人脑细胞，传输心理暗示、控制目标行为，甚至驱使其自杀。[
]或者考虑从人类30亿个碱基之中对哪些单个碱基或者碱基群进行敲除或者封闭，从而对人的计算能力、平衡协调功能、精细动作等造成干预，破坏人的功能系统。实际上，现代生物科技众多对人的 “良”性作用，被反向运用就能产生破坏作用。如适量的药物可以“治”病，而过量的药物却可以“致”病。一旦现代生物科技的军事能力被政治家看中，又被战争指挥官们运用于战场，这将对人的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

（四）对人道德伦理的破坏
现代生物科技具备的基因序列的调控功能，使人类可以改变自身的生物属性，把“人”从世间万物中剥离、凸显出来。人不再是万物中的一份子，而成为万物的控制者和创造者。人从如何利用和适应自然，转变为改造人和自然，一种是被动顺应，一种是主动改造。现代生物科技使人类具备了改变整个生物界的原有关系，重构生命世界秩序的能力。这一能力不但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冲击和破坏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伦理。如辅助生育技术使英国弗雷德里克·医生用他的精子“制造”了6000 多个小孩[
]，这些医生后代彼此并不认识，会不会发生近亲繁殖的问题。基因信息记录个人的智商、身高、寿命、性格、遗传疾病、生理缺陷等个人隐私，而一滴血、一根毛发就能让人成为“裸体”人。无性繁殖技术一旦运用人类，将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生殖观念和模式，两性的作用和关系将发生改变，必然造成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结构混乱，形成新的伦理危机。
四、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根源
20世纪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的里程牌事件，人类探索生物的视野进入到生命超微空间，一类列与之相关的技术得以蓬勃发展，共同奠定现代生物科技的技术体系，为人类自身的需要和解决人类发展困境发挥了突出作用，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是现代生物科技带给人类的新能力开始的，是现代生物科技应用的本质决定的。
    （一）现代生物科技发展走向的不自主性
     技术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有两重属性，一是技术的自然属性，二是技术的社会属性。[
]同样，现代生物科技也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指现代生物科技在研究人类自身奥秘，探寻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所有技术手段、方法和应达到的效果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受人的意志影响和控制。如基因调控的方法、合成生物学的手段等技术，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个体都是相同的。社会属性是指现代生物科技是人所创造和掌握的，创造某项技术、不创造某项技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利益集团是不相同的。如国家层面倾向于能够维护国家安全的技术，企业公司倾向于选择有较高经济利润的技术。利益相同和利益相悖的人们对现代生物科技作用会有不同要求。如美国一直拒绝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上签字，这是美国对现代生物科技的需要决定的。在两种属性关系中，社会属性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人创造技术的出发点是为自我利益服务的。因而，由于受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因素影响，不同主体依据自身不同的利益需求，选择发展不同的现代生物科技，而不管别人的“死活”，尤其是在国家、民族斗争层面。如发展一些自己有别人没有的现代生物科技，通过技术不对称获得自身安全，就像个别国家研发针对其它种族的基因武器一样，使其它种族处于“不安全”的危险之中；或者研发一些能够彼此伤害的现代生物科技，达到一种攻击态势的平衡，就像核武器的作用一样，不重在使用，重在相互威慑。
（二）现代生物科技应用效应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现代生物科技对人类自身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应用取得巨大发展，但就技术本身来说，还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虽然在技术运用之前已经进行了认真的实验观测，但由于对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的“未知”状态，各种与应用相关联的事物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复杂的“生物反应”，导致在预判现代生物科技的应用效果上，预测它的确定性效果相对比较困难。恩格斯告诫我们:“人类征服自然的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某些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是人类不愿意看到的，也不是人类恶意为之的，而是人类尽力避免的。主观上是善意的，但应用效果却偏离了“善”的方向。如转基因植物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人类营养不均衡，粮食产量不足的问题，但由于技术本身的缺陷和技术应用后复杂的政治效应、社会效应、生物效应，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且还在进行中。“生物事故”和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就是技术在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问题。
（三）现代生物科技作用动机的反目的性

人类研发技术的根本目的是求利，是人获得效果、功利和效率的工具。这种“利”可以行善之利，也可以是作恶之利。[
]近年来，现代生物科技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神奇的力量，单从医学领域来说，干细胞治疗、遗传疾病筛查、靶目标治疗等，为人类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带来了质的变化。如英国医生用“分子剪刀”修改基因治愈了患有白血病的1岁女孩。[
]人类首次实现跨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和嫁接，拥有一双创造世界的“上帝之手”，但同时也拥有一双破坏世界的“罪恶之手”。选择用什么样的“手”在于应用者的动机和目的，最根本原因是利益使然。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
]利益驱使人类对现代生物科技进行滥用或者对正面作用的顺向和反向运用。如1997年英国科学家首次完成了“多莉羊”的克隆，但有些科学家看到克隆技术巨大的商业前景，赞成把克隆技术运用到人类身上，这是典型的技术滥用，将引发伦理危机。现代生物科技可以治愈疾病，但有些政治说客、军事家们企图用于制造疾病。一些人设想运用基因技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和改造自身以及“制造”下一代，这显然又是“优生论”的借尸还魂。应用者明明知道某项现代生物科技的应用会产生什么恶果，却要借助这种恶果来达成对人、自然、社会的恶意破坏，实现某种利益诉求，都属于反目的性应用。
五、防范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对策
现代生物科技安全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遇到的超越传统地理范围的，直至人类安全内源核心的新型安全问题，人被放在“有益操控”正效应与“有害操控”负效应的聚集点上。它的安全问题将关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必须加以重视并防范。
（一）提高现代生物科技的安全观念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 [
]无论何种技术，都是由人发明和创造的，是人服务自身的工具，技术本身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人才能使技术发生作用。现代生物科技作为一项可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科学技术，它的安全问题也是由人造成的，而不是技术本身，其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人为危机”。如果人不研发和不应用，哪些非人为故意、技术本身缺陷、应用效果偏移等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也就不可能发生。解决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的核心是人，在人如何认识和使用上？这就要树立科学的技术应用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充分认识到利用现代生物科技改造人与自然的科学性和保护人和自然的必要性。现代生物科技的所有研发应用都应该着眼人类的安全，而不能做技术的“奴隶”。凡影响人类安全的技术坚决不用，如基因武器技术，其将是人类又一次浩劫。凡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技术，要在防范其负效应的基础上小心运用。对其负效应的认识判断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当前，而要放眼长远；不能局限局部，而要放在全社会、全球；不能仅局限于个体，而要着眼全人类。  
（二）管好现代生物科技的实际应用

如果是信息技术出问题，无非把 “现代人”变回“近代人”；是机械技术出问题，无非把“近代人”变回“古代人”；是交通技术出问题，无非把“全球人”变回“村庄人”。而现代生物科技作“恶”，却让所有人无路可退。因为生物进化是按照时间序列进行的，不可能“撤销”和“恢复”，只有进行下去。现代生物科技的绝对安全是没有的，就只能在实践中确立一种利益相关者可以接受的安全水平，减少或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和范围内。[
]哪些技术可以用、哪些技术不可以用、哪些技术可以运用到何种程度都要进行预测、评价和监督。首先，要针对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预测其研究开发对人本身、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得出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在研发时就考虑针对性的措施。其次，通过运用系统学相关理论对现代生物科技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评价该技术的安全风险，并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预先防范。最后，要发挥人民群众、媒体、政府、国际组织的力量，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和约束，防止其走向人类文明进步的“反面”。
（三）加强现代生物科技的技术管理
一些学者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还是要依靠现代生物科技的进步和技术创新来解决。不否认技术本身在解决技术安全问题中的作用，但企图完全依靠技术本身来解决安全问题也是不行的，技术安全问题还要依赖于伦理和法律的制约。法律、制度是社会技术的具体形式，只有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才能促进科技的进步。[
]现代生物科技对人类的安全影响并非一蹴而就的，有其缓慢的量变到质变过程。现代生物科技安全威胁主体可能是一国的政府，或者是某个主权国家，甚至可能是个人、组织或集团，还有隐藏在背后的生物黑客和生物恐怖分子。安全威胁主体的多样性与表现形式的广泛性，迫使现代生物科技安全将是一个关系每个主体的综合性系统性问题，需要在国际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在健全国际机制的运作下，在良好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包含全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大”综合安全体系，对现代生物科技安全各个主体和客体的活动进行道德约束和法律管控，为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划定一个“圈”，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技术进步，这个“圈”能够得以不断的完善和与时俱进，把现代生物科技“另一刃”禁锢在伤人之前。
综上所述，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技术是人发明供人使用的，只要人保持理性，现代生物科技安全问题就可以依靠人的智慧得以解决。人们利用现代生物科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只有处理好现代生物科技与人和自然发展的辩证关系，并通过安全预测、评价、监督以及道德、伦理、政策、法律、文化、宗教等诸多手段，确保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始终走在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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